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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框架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
恐惧情绪与责任归因的链式中介作用

———一项基于乡村青少年的分组实验研究

陈　 阳　 赵家琦

摘要:网民的新闻参与行为(包括点赞、转发和评论)
 

是引发互联网舆论的重要成因。
在互联网的交往环境中,用户的新闻阅读与新闻参与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不同的新闻框

架会作用于个体的心理机制,引导其基于新闻事件产生的情绪与责任归因,进而促发新闻

参与意愿和行为。 以乡村住校青少年为研究对象,从传播心理学视角出发,考察不同新闻

框架对青少年新闻参与意愿的影响,以及恐惧情绪和责任归因在新闻参与过程中的中介作

用。 研究采用大规模群体实验法,所有参与者被随机分为两个不同的实验组,分别阅读两

则由研究者设计的以“高责任”与“中立”两种不同新闻框架写作的关于校园霸凌概况的新

闻报道,随后让参与者安静地一次性作答问卷量表。 研究发现:在校园霸凌事件中,强调个

体责任的“高责任框架”与不突出明确责任归属的“中立框架”对青少年新闻参与意愿的影

响存在差异。 “高责任框架”对用户参与意愿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但通过三条路径的间接

作用———恐惧情绪的中介作用、责任归因的负向中介作用以及恐惧情绪和责任归因的链式

中介作用———影响乡村青少年的新闻参与意愿。 研究证实新闻框架对恐惧情绪的唤起能

促成一种“强框架效应” :“高责任框架” 强调作为霸凌者的学生的个体责任与主观意愿不

良,通过对单方面属性的强化描述,放大了乡村青少年心中的“威胁感知”与恐惧情绪;恐惧

情绪的唤起会让个体产生灾难性的认知偏向,激发个体自我保护与问题解决的动机,从而

激发用户的新闻参与意愿(包括线上和线下) 。 研究进一步揭示恐惧情绪在特定社会舆论

生成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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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争议事件所引发的互联网舆论已成为学术界关心的热门话题。 社交平台的

评论往往与事件本身相关的信息增量不大,但具备较强的非理性特征和人际传染性,甚至会引发“二

次舆论” ,干预新闻事件的后续走向。 网民的新闻参与行为(包括点赞、转发和评论)是引发互联网

舆论的重要成因。 借由数字平台节点化互动的底层架构,数以亿计的网民以新闻参与的方式将他们

的观点与感受传递给他人,使新闻舆论呈现出低成本、多节点、高情绪能量、后续走向难以被控制等

特征。 互联网用户的新闻参与是新闻事件网络舆论生发的节点环节,具有左右新闻能见度和影响力

的“二次把关”作用,因此,理解互联网用户新闻参与的心理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个体的恐惧情绪是激发社会舆情的重要动因,其在新闻参与中的重要作用正被逐步认识。 研究

表明个体对恐惧情绪信息有优先认知效应,其在新媒体信息传播中可能更容易成为一种刺激性的先

导框架,从而对理性判断与行动产生影响,增强新闻参与意愿和行为[1] 。 相比于传统的社会参与,身
体不在场与交往场景的虚拟化使用户更倾向于将寻找一致性情感表达作为自身的第一行为导向。
在互联网环境中,恐惧情绪与相应的责任归因相系于一个更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成为个体新闻参与

的重要动力。
受众新闻参与时的情绪具有瞬时性,往往由新闻文本诱发,而新闻框架则是考察文本情感唤起

与意见表达的重要视角。 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相同的新闻事件,采用不同的框架传播,其舆论热度

可能呈现显著差异。 不同的新闻框架,会唤起人们不同的情绪反应与对事件不同的解释,继而影响

他们对公共事件的兴趣与参与度。 不过,目前框架研究多集中分析框架与个体态度的关联,对新闻

框架、个体情绪、态度与参与意愿之间关系的讨论尚不充足,数字语境中的舆论研究需要在个体心理

层面重新定位框架、情绪、认知与舆论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逐渐普及的今天,青少年群体已经成为互联网新闻参与的

重要参与者。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2022 年 6 月,我国 10 ~ 19 岁的青少年

网民规模超过 1. 41 亿,占网民整体数量的 13. 5% [2] ,是我国网络新闻读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少年

时期被称为人生的“狂飙期” ( period
 

of
 

storm
 

and
 

stress) ,在这一阶段,人的身高、体重、体力突然增

加,随之相伴的还有个体心理情绪方面的敏感与阴晴不定[3] 。 Erikson 认为,青少年时期,人的心理

状态会遭遇“认同混乱” ,展现出对社会生活的憧憬、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对异己的排斥[4] 。 在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随着乡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普及率逐年提高,乡村地区同样有很多青少年开

始接触、使用互联网与移动新媒体。 对于乡村青少年而言,他们普遍对网络新闻有较强的好奇心、求
知欲和参与意愿,但在乡村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空巢家庭”增多、乡村青少年在低年级就住校上学

的现实情境下,乡村青少年用户在网络上的表达也更容易受社会信息环境与自身心理特质等多重因

素的影响。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基于传播心理学视角,以乡村青少年熟悉的校园霸凌事件作为刺激

文本,考察“高责任”与“中立”两种不同的新闻框架对青少年用户新闻参与意愿的影响,以及恐惧情

绪和责任归因在新闻参与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本文提出以下两个核心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1:不同新闻框架是否会影响青少年的新闻参与意愿?
研究问题 2:青少年的恐惧情绪与责任归因是否影响新闻框架与新闻参与意愿的关系,呈现何种

中介效应?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新闻参与、“高责任框架”与“中立框架”
新闻参与( news

 

engagement)是指公众对新闻报道和新闻事件所表现出的积极参与和互动行为。
它是一种与传统的被动接收模式相对立的新闻消费形式,强调公众的主动性和参与度。 有研究归纳

了新闻参与行为背后涉及的两种个体心理动机:一方面是“地位主导” ( status-led) ,体现为个体希望

通过新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新闻质量较高、新闻框架呈现出更强的感知

重要性和影响力时,人们的参与意愿也会增强[5] 。 另一方面是“情绪主导” ( emotion-led) ,指个体通

过人际对话和情感共鸣来获取对复杂媒介信息的全面认识[6] ,当新闻内容表现出情绪化的惊叹、焦
虑和愤怒等内容时,线上的转发与回帖速度也更快、更频繁[7] 。 可见,新闻参与行为的两种心理动机

都与个体获取新闻内容时的心理感知有关。
新闻框架( news

 

frame)是考察个体新闻信息获取的核心概念。 框架涉及新闻内容的选择和凸

显,通过不同的词汇、消息来源和例证呈现同一条信息,借由个体的认知过程,影响着人们对问题的

定义、因果解释、心理感受,继而使人形成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8] 。 框架对人的影响是一个内在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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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程,Goffman 从认知的角度理解框架,将其视为“通过符号转换联系个体认知与社会事件的心理

基模( schema) ” ,包括个体习得的各种经验、概念等抽象认知架构,相当于“人脑的认知仓库” [9] 。 正

是由于特定新闻框架组织信息、引导思路,勾连起个体的认知基模,以此激发了人们内心中与大众媒

体内容之间的感知联系,影响人们的推理与决策过程[10] 。
既往研究证实了新闻参与行为和新闻框架之间的关联性。 有研究表明,道德框架是社交媒体用

户新闻参与的强大驱动力,一般而言,如果新闻框架展示出较强的情感、道德性或满足了用户追求地

位、社交或娱乐等动机,都会促进用户的新闻参与意愿,而经济框架、冲突框架则会抑制分享[11] 。 然

而,当前对于新闻框架与用户参与之间心理过程的解释并不完善,还有一些内在的中介因素等待

发掘。
在社会新闻报道中,“高责任框架” ( high-responsibility

 

frame)和“中立框架” ( ambivalent
 

frame)是

两种常见的新闻框架。 “高责任框架”新闻倾向于将社会问题的责任归结于“有问题的社会个体或群

体的存在” ,而“中立框架”则指出事件背后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因素,不强调行为背后的群体

责任,态度立场较为模糊。 在高责任框架和中立框架的比较中,“高责任框架”具有更多细节描写,同
时更倾向于使用道德情感修辞,有意塑造一个与“善良公众”对立的,具有威胁的“他者”形象,可能

会提升个体对事件的关注程度,激发交流和参与的意愿。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 H1) :相较“中立框架” ,“高责任框架”更能促进用户的新闻参与意愿

(二)框架效应中的恐惧情绪与责任归因

新闻的框架效应一般沿用认知路径解释———新闻框架通过对信息的差异化强调,构建出事件原

因的解释路径,可以主导人们对特定事件或行为原因的认识。 不过,自从 Tversky 和 Kahneman 提出

著名的前景理论( Prospect
 

Theory) ,情绪就被逐步纳入框架效应的研究中来。 他们发现,在损失框架

中,人们倾向于具有风险的选择,而在收益框架中,人们又倾向于规避风险,这正是因为直觉启发的

情绪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2] 。 此外,在一些与受众生活感知相近的领域,人们同样容易借助新闻

阅读中引发的情绪来理解与之相关的内容。 Aarøe 分析了丹麦移民法案的主题性和情节性新闻框架

对参与者情绪的影响,与呈现移民统计信息的主题性框架相比,突出个人移民状况的故事情节框架

使参与者产生了更强烈的愤怒、厌恶、怜悯和同情[13] 。 可见,对文本框架的控制可以改变人们接收

信息时的情绪反应。
既有框架研究多测量参与者信息认知或情绪反应中的一方面,但也有少数研究将情绪过程与认

知过程综合在一起判断。 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愤怒、恐惧等情绪可以促进不同程度的信息处理,并
激活( arouse)不同的信息处理模式(包括判断、评价和归因) 。 根据情绪启动理论( affect

 

priming) ,情
绪可能通过对注意、编码、提取和联想等多种心理路径的选择性影响来左右信息加工过程中的判

断[14] 。 人类大脑对情绪性信息往往具有优先认知效应,当人们接触到突发的风险刺激时,大脑中主

管情绪的杏仁核( amygdala)会关闭负责理性思考的内侧前额叶皮层,中断现有的认知加工活动并将

注意力引向环境中的情绪性信息[15] 。 当人们在获取特定信息的过程中,情绪会基于图式激活的过

程率先引发。 情绪图式包含记忆中关于引发情绪的事件和与这些事件相关的情绪体验的信息[16] ,
当新闻框架选择和强调一个问题中与情绪图式相关的内容时,会导致情绪直觉的自动激活,随后由

情绪负载着经验信息进入思考与判断过程。
新闻框架是新闻报道引发个体情绪与认知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责任框架是一种常见的新闻

框架,通过强调一个社会问题是由某些个体或群体的鲁莽行为引起的,继而影响受众产生“这一群体

需要负责”的态度,即责任归因。 责任框架对责任归因的影响,可以由情绪中介影响,也可以直接在

认知层面促成人们的归因。 一方面,在与“中立框架”的比较中,“高责任框架”会更为充分地进行情

感引导,当应激性的恐惧情绪被“高责任框架”唤起后,情绪就可以被视为一种“信息框架” ,作为“思

维捷径”来影响个体做出特定的归因及判断的方式[17] 。 在一些与人身安全相关的报道中,“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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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对恐惧感的唤起可以阻碍个体对问题的理性判断,使自身对事件的责任判断也倾向于情绪提

供的方向———聚焦“个体威胁” 。 与之相反,“中立框架”对于新闻事件的原因分析比较模糊,不提供

具体的“情节”或“人物”来刺激受众的情绪反应,因此,受众情绪反应的焦点会更加分散,并且不会

突出对新闻事件高个体责任的判断。
另一方面,责任是对行为的解释,根据 Weiner 的观点,因果关系和感知意向性是人们进行责任判

断的两个主要因素[18] 。 相较“中立框架” ,“高责任框架”通过文本描述突出关键个体在事件责任中

的因果关系和主观意向性,具有更明确的因果关系,对于问题的责任归属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意有着

更清晰的指示,以此在认知层面促使参与者对肇事个体进行高度的责任归因。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二( H2) :相较“中立框架” ,“高责任框架”更能唤起用户的恐惧情绪

假设三( H3) :相较“中立框架” ,“高责任框架”更能促进用户的责任归因

假设四( H4) :新闻框架的恐惧情绪唤起与责任归因呈正相关

(三)恐惧情绪:作为新闻框架与参与意愿的中介

恐惧( fear)是一种特殊的负面情绪,是个体在意识到自身面临危机情况下,对所处环境丧失安全

感后出现的强烈害怕反应。 相较于其他较为持续、平缓的情绪来说,恐惧情绪具有短时性、高唤起的

特征,更容易影响个体的正常认知过程和理性行为活动,令个体产生短时的认知障碍[19] 。 恐惧感能

够让人们产生对环境低确定性和低控制力的认知,增强对人对风险的判断概率,并促使人们采取防

范潜在威胁的行为[20] 。 恐惧被激起的同时,也意味着人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遭遇难以判断的风险,
此时个体感到自身所处的环境几乎没有控制力[21] ,苦于摆脱这种情景,却又无能为力。 在这种情况

下,与他人交谈,可以作为处理恐惧等负面情绪的有利方式,因为它可以帮助人将风险和威胁纳入可

认知的范围内,并在讨论中寻找解决办法。
可见,个体的恐惧情绪是个体进行社会信息参与的重要驱动力。 恐惧情绪具有极强地刺激交往

的能力,相关研究证实,灵长类动物和人类婴儿在感受到不确定和痛苦时都会积极寻求与他人的联

系[22] 。 因此,当新闻以突出恐惧情绪引发了人们的负面感受时,人们也会更愿意分享、讨论这一新

闻[23] 。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参与行为具有重要的情绪宣泄价值( cathartic
 

value) 。
然而,要让恐惧情绪推动意愿表达,还必须融入判断的过程。 一些证据表明,自我相关的负面情

绪(例如,恐惧、愤怒或悲伤)可以在人们评估自己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随后控制风险的行为中发挥

重要作用[24] 。 与正向情绪与中性情绪相比,恐惧预示着潜在的危险,并会使人导向更为警惕、细致

和保守的认知加工[25] 。 恐惧情绪对归因的影响体现在个体对恐惧情绪及与之相关的刺激事件产生

的注意力资源的集中偏向,并会积极尝试自我归因,以减少这种情绪感受。 正如 Janis 和 Mann 所言,
人们希望逃避恐惧、羞耻和内疚,个体对心理压力的规避是认知最重要的推动力[26] 。 因此,被唤起

恐惧情绪的个体会协同其认知,将负面事件责任归因于引起恐惧情绪的外部个体对象,并倾向通过

参与、交谈等方式进一步将产生威胁的对象明确化,以起到缓解不确定性与修复情绪不适的目的。
当个体确认某一明确对象对他们的不安全感负有责任时,他们对该威胁的信息获取需求可能增加,
同时也激发了采取行动的动机。 他们希望了解威胁的性质、来源或影响,希望通过信息共享获得安

慰,或通过参与信息扩散的进程来解决或减轻威胁。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五( H5) :其他条件不变,恐惧情绪与用户新闻参与意愿呈正相关

假设六( H6) :其他条件不变,用户责任归因与新闻参与意愿呈正相关

综合以上文献梳理,恐惧情绪既受到特定新闻框架的唤起,又会在与责任归因的综合作用下影

响个体的新闻参与意愿。 据此,本文认为可将恐惧情绪与责任归因作为新闻框架接触与新闻参与意

愿的中介变量进行考察,故提出假设七和假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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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七( H7) :恐惧情绪在新闻框架接触和新闻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假设八( H8) :责任归因在新闻框架接触和新闻参与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图 1　 新闻框架-新闻参与意愿概念模型

三、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实验程序与刺激文本

本文采用大规模群体实验法,研究对象是华中某县一所乡镇中学初二和高二年级所有学生,其
中男生 485 人,女生 551 人,年龄范围集中于 12 ~ 18 岁(见表 1) ,研究对象的性别与年龄配比比较均

衡。 在实验开始前,研究者通过访谈了解了参与者的背景信息,并以此制定了实验程序。 本次所有

参与实验的学生均为住校生,他们处于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中,生活习惯与信息接收情况相近,同质

性更强,有利于“控制实验”的开展。 参与实验的学生分属 10 个自然班,他们按照班级被随机分为两

个不同的实验组( A 组和 B 组) ,分别阅读两则由研究者设计的以不同新闻框架写作的关于校园霸凌

概况的新闻报道,随后在自习时段安静地一次性作答完所有问卷量表,期间没有交流环节。 之所以

选择校园霸凌事件作为刺激材料,在于该类型事件与中学生生活贴近,被试对象对于霸凌事件存在

比较稳定的认知结构,不会因知识储备悬殊而存有较大认识差异。 正式施测前,研究者向学校负责

人说明了研究目的,经学校同意后向学生发放量表,学生作答中途随时可以选择退出。 两组问卷的

题目完全相同,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两组学生唯一的差异,就是被随机给予了不同的刺激文本。

表 1　 实验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N= 1036)

特征 选项 人数 占比( %)

性别
男 485 46. 80

女 551 53. 20

年龄

<12 5 0. 48

12 ~ 15 529 51. 06

16 ~ 18 496 47. 88

>18 6 0. 57

　 　

根据既有研究[27] ,研究者编写了两篇有关校园霸凌事件新闻的实验刺激文本。 每一篇新闻报道

(即实验刺激文本)都包括一个标题和四个段落,分别叙述了校园霸凌现象的定义、原因和治理措施,
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和实质性信息相同,规避了新闻故事新奇性等干扰因素的影响。 不过,两则新闻

的标题、导语以及第三段的写法不同,体现了不同的新闻框架,A 组参与者阅读的是“高责任框架” ,B
组参与者阅读“中立框架” 。

具体而言,“高责任框架”文本强调学生中的霸凌者是霸凌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将校园霸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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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归因于霸凌者个人。 此版本的标题是“我国中小学生的暴力倾向在增加” ,导语中点明“中小学

生作为施暴者的比例在显著增加” 。 “高责任框架”中整个第三自然段的内容都是围绕作为霸凌者的

学生展开,突出霸凌者的主要责任;同时,“高责任框架”同样强调霸凌者的主观恶意:“霸凌者会感

觉自己掌握了权力,在同学之间地位优越” “即使知道自己的行为给同学造成了肉体及精神上的伤

害,霸凌者也不愿意停手” “霸凌者也爱用‘丛林法则’为自己辩护” 。 与之相对,“中立框架”的新闻

标题是“教育部出台新措施治理日益严重的校园霸凌” ,报道第三段只陈述了霸凌现象发生的普遍规

律和治理的必要性,指出“校园霸凌具有隐蔽、难以察觉、长期、持续等特征” “遭受校园霸凌学生人

数在逐年升高” ,但并没有强调校园霸凌现象产生的原因归属于何方,也没有强调霸凌者的责任。 概

言之,通过强调霸凌者的责任和主观意图,相比“中立框架” ,“高责任框架”突出了霸凌者在校园霸

凌事件中的责任。 此外,两个版本都没有提到任何其他导致青少年暴力的原因,例如情境原因或社

会原因。
(二)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与测量

情绪反应:在阅读完各自组别的新闻后,为了保证参与者的情绪与认知反应处于最真实的状态,
参与者被要求立即作答他们对新闻报道的情绪反应。 基于 Nabi 以及 Paek 等的研究,恐惧情绪的测

量包括三种具体的内心感受,即“阅读这则新闻时,我感到害怕” “阅读这则新闻时,我感到恐惧”和

“阅读这则新闻时,我感到焦虑” ( α = 0. 78,M = 3. 70,SD = 1. 40) [17,23] 。 本文使用李克特七级量表测

量参与者的恐惧情绪(1 = “完全没有” ,7 = “非常强烈” ) 。
责任归因:责任归因测量指标的制定主要考虑到归责于个体以及主观意图性的评估,借鉴 Betan-

court 等、Kühne 等学者的研究,本文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测量责任归因,包括“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少

年是校园霸凌的主要原因” “有些人,天生就具有暴力倾向”等五个题项,形成了归责于霸凌个人者

的认知指数( α = 0. 63,M = 3. 23,SD = 0. 64) [27,28] 。 其中,责任归因的 Cronbach’ s
 

α 指数为 0. 63,基
本符合社会科学内在信度一致的要求( >0. 6) 。

新闻参与意愿:借鉴既有研究[5] ,本文将新闻参与意愿界定为在线上和线下环境中分享或评论

新闻的主动意愿,通过四个具体问题和五级量表进行评估,包括“我愿意通过手机在互联网上跟其他

人分享这则消息的内容”等四个题项。 这些题项被汇总为新闻参与意愿变量( α = 0. 80,M = 3. 08,SD
= 0. 93) 。

四、模型分析与结论

在所有概念通过变量信度检验后(见表 2) ,本文的数据分析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以均值比较

的方法检验新闻框架效应的实验效果是否显著;其次,探讨新闻框架借由恐惧情绪与责任归因中介

影响参与意愿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将新闻框架类型作为自变量,用户的新闻参与意愿作为因变量,
恐惧情绪与责任归因作为中介变量,分三步分析数据结果:第一步探讨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第二步探讨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第三步探讨模型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 研究中,采
用 Bootstrap 方法迭代 5000 次样本检验中介效应、计算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

表 2　 变量信度检验

潜变量 观察变量 标准负荷 Cronbach’ s
 

α CR AVE

恐惧情绪

F13

F14

F15

0. 82

0. 82

0. 70

0. 78 0. 88 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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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潜变量 观察变量 标准负荷 Cronbach’ s
 

α CR AVE

责任归因

F23

F24

F25

0. 84

0. 81

0. 76

0. 63 0. 78 0. 63

新闻参与意愿

F31

F32

F33

F34

0. 84

0. 82

0. 82

0. 68

0. 80 0. 78 0. 64

　 　

(一)框架效应验证

本研究按照框架类型( “高责任框架”与“中立框架” )分为两组,验证不同框架对参与者新闻参

与意愿产生的影响(见表 3) 。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研究发现,“高责任框架”组参与者的新闻参与

意愿明显高于“中立框架”组,新闻框架对新闻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t = 2. 84,p< 0. 001) 。
换言之,阅读“高责任框架”新闻的参与者更倾向于在线上或线下环境中评论该条新闻。 因此,假设

一( H1)得到证实。
在对参与者情绪的测量中,相较阅读“中立框架”的实验组,阅读“高责任框架”的参与者在阅读

新闻后更容易被唤起恐惧情绪,且新闻框架对于恐惧情绪的唤起作用非常显著 ( t = 13. 85, p <
0. 001) ,假设二( H2)得到证实。

而在对责任归因的测量中,发现“高责任框架”组的参与者认为校园霸凌事件归责于霸凌者的平

均指数更高,但是并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意义。 框架类型与责任归因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p =
0. 15) ,“高责任框架”不影响受试者将霸凌问题归因于霸凌者个人,假设三( H3)未得到证实。

综上,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可以发现阅读“高责任框架”与“中立框架”的两组参与者的即时新

闻参与意愿与恐惧情绪唤起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确认新闻的框架效应确实存在。

表 3　 框架效应验证

维度
高责任框架(n= 453) 中立框架(n= 583)

均值 SD 均值 SD
t(1034)

新闻参与意愿 3. 17 0. 94 3. 00 0. 92 2. 84��

恐惧情绪 4. 32 1. 53 3. 21 1. 06 13. 85���

责任归因 3. 12 0. 88 3. 04 0. 86 1. 44

　 　 注:�p<0. 05;��p<0. 01;���p<0. 001。 下同

(二)模型验证分析

在两个实验组中,恐惧情绪、责任归因和新闻参与意愿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p<
0. 01) 。 这说明,恐惧情绪、责任归因和新闻参与意愿之间存在进一步分析的可能性。 同时,经验证,
性别(p= 0. 07)与年龄(p= 0. 12)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不影响新闻参与意愿,因此不必作为控制变量加

以考量。
其次,模型验证主要考察恐惧情绪和责任归因在新闻框架与新闻参与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回

归分析表明(见表 4) ,新闻框架对新闻参与意愿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 -0. 04,p>0. 05) ,但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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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显著正向预测新闻参与意愿(β= 0. 17,p<0. 01) 。 高责任框架直接正向预测恐惧情绪( β= 0. 80,
p<0. 001) ,却在模型中负向影响责任归因(β= -0. 14,p<0. 001) 。 换言之,高责任框架有效唤起了参

与者的恐惧情绪,却使得参与者更不倾向于将霸凌问题的责任归因于个人。 恐惧情绪直接正向预测

责任归因(β= 0. 29,p<0. 001)与新闻参与意愿( β = 0. 21,p<0. 001) ,假设四( H4)与假设五( H5)得

到证实。 责任归因正向预测新闻参与意愿(β= 0. 54,p<0. 001) ,假设六( H6)得到证实。

表 4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系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恐惧情绪 新闻框架 0. 40 0. 16 191. 67 0. 80 13. 85���

责任归因 新闻框架 0. 27 0. 07 39. 90 -0. 14 -2. 10��

恐惧情绪 0. 29 8. 80���

新闻参与意愿 新闻框架 0. 63 0. 40 223. 50 -0. 04 -0. 72

恐惧情绪 0. 21 7. 64���

责任归因 0. 54 21. 59���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5、图 2) ,恐惧情绪和责任归因概念在新闻接收框架和新闻参与

意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具体来看,中介效应由三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分别为通过“新闻

框架—恐惧情绪—新闻参与意愿”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一(0. 16) ;通过“新闻框架—责任归因—新

闻参与意愿”的间接效应二( -0. 07) ;通过“新闻框架—恐惧情绪—责任归因—新闻参与意愿”途径

产生的间接效应三(0. 12) 。 它们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值,表明三个间接效应均达到

显著水平。 其中,新闻框架—责任归因—新闻参与意愿途径对总效应起到了负面作用,但是不影响

高责任新闻框架对新闻参与意愿总体上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七( H7)和假设八( H8)得到证实。

表 5　 新闻框架和新闻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总间接效应 0. 20 0. 04 0. 12 0. 28

间接效应一 0. 16 0. 02 0. 11 0. 20

间接效应二 -0. 07 0. 04 -0. 14 -0. 004

间接效应三 0. 12 0. 02 0. 09 0. 15

　 　

图 2　 恐惧情绪和责任归因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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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责任框架”对新闻参与意愿有促进作用,同时这种影响受框架引发的恐惧

情绪与责任归因所中介,中介效应通过三条间接途径产生:通过恐惧情绪的独立作用;通过责任归因

的负向独立作用;通过恐惧情绪和责任归因的共同作用。 其中,恐惧情绪在高责任框架类型到新闻

参与意愿之间的心理过程发挥了重要的正向预测作用。 一方面,“高责任框架”显著影响参与者恐惧

情绪的唤起,从而促发新闻参与意愿;另一方面,恐惧情绪的唤起促使参与者将霸凌现象归因于霸凌

者,并最终影响参与者对校园霸凌新闻的参与意愿(包括线上和线下) ,从而产生相应的社会舆论。
本研究发现,“高责任框架”对参与者的责任归因起到了负向预测作用,阅读“高责任框架”的参

与者,反而更倾向于表达霸凌事件责任并不完全在霸凌者个人的观点。 这可能与本实验刺激文本的

设计与研究对象的接近性有关。 框架一般不会以简单机械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信念和态度,而是与他

们先前的信念和态度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一系列不同的结果。 霸凌现象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并非

复杂专业的公共事务,而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抑或通过媒介文

本了解,乡村青少年群体对霸凌现象并不陌生,也更容易调动既有认知资源对霸凌现象给出解释。
青少年在自身成长经历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认知观念,可能认为校园霸凌并非只根源于

霸凌学生的主观恶意,而与学校监管不利、家长管教不严、其他学生缺乏正义感等诸多现实因素相

关。 因此,当“高责任框架”反复强调校园霸凌归责于霸凌者时,可能会与青少年既有的认知观念冲

突,引发其认知失调。 从刺激文本的设计来看,两则实验材料都援引了相同的数据材料,点明了一致

的信源,因此对于参与者而言,背景信息是基本一致的;而在对霸凌现象的解释中,虽然“高责任框

架”和“中立框架”对霸凌现象的原因分析有所差异,但限于新闻体例,都没有加以充分论证,而是仅

呈现观点性结果,这可能导致认知框架的说服力度不够,尤其是,“高责任框架”文本对霸凌学生的完

全归责可能有悖于参与者对新闻报道客观理性基调的既有认知。 概言之,“高责任框架”提供的信息

和认知路径不仅难以引导参与者对校园霸凌责任的理性判断,反而会使他们在情绪紧张的状态下对

作为新闻的刺激文本产生不信任感,引发归因层面的逆火效应( the
 

backfire
 

effect) ,参与者会选择主

动反驳新闻的观点,缓解因认知不一致带来的认知失调,以维持自身的认知平衡。
然而,被负向预测的责任归因并不意味着总体框架效应的失效。 本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新闻框

架对个体新闻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不完全来自理性考量,而是以恐惧情绪作为重要的中介因素。 研究

结果显示,新闻框架对恐惧情绪唤起的影响非常显著,同时,责任归因与恐惧情绪呈正相关,受众因

框架产生的恐惧情绪越强,其归因于个人的意愿也就越强。 “高责任框架”强调作为霸凌者的学生的

个体责任与主观意愿不良,塑造了一个在心理层面令青少年群体恐惧的“他者形象” ,通过对单方面

属性的强化描述,放大了乡村青少年心中的“威胁感知”与不安全感。 个体对事件的控制感是影响个

体情绪唤起的重要因素。 “高责任框架”对校园霸凌者的描述,使学生在头脑世界中认为这一情况超

出其自身可以掌控的范围,继而产生了较高程度恐惧情绪的唤起。 恐惧情绪的唤起会让个体产生灾

难性的认知偏向,激发个体自我保护与问题解决的动机,从而激发用户的新闻参与意愿。 可见,由恐

惧主导的情绪逻辑成为个体面对“高责任框架”时主导新闻参与的核心动力。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本研究中愤怒情绪不能成为新闻框架与新闻参与的中介。 这是因为,愤怒来源于对他人不道德行为

的强烈反感,而恐惧情绪更直接地涉及自身可能受到的伤害。 在本研究中,“高责任框架”刺激用户

参与行为的原因,并不在于提供“霸凌者需承担全部责任”的认知与对霸凌者的反感,而在于以道德

情感化修辞建构的“威胁感知” ,正是“威胁感知”激发了青少年的恐惧感和新闻参与意愿。
本研究证实新闻的“高责任框架”的确会促进新闻参与意愿。 “高责任框架”之所以能够激发更

多的社会讨论,不只是因为提供信息与认知路径,更重要的是在对社会“威胁”与“风险”的报道中,
通过“情绪框架”唤起了沉淀的社会情感,从而引发舆论场的情感共振。 这一策略在新媒体环境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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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者加以利用。 为了获取流量资源,新闻生产者在写作社会新闻的过程中倾向于将

新闻事件整合到强弱对立的“高责任框架”中,在“悲情叙事”中建构带有“威胁”的“他者”形象,以
获取更广泛的注意力与社会讨论。 当“高责任框架”运用于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新闻报道时,
由于民众自身已经具备相应的生活经验与认知经验,新闻框架提供的认知效应并不突出,而情绪效

应尤为显著。 可见,新媒体社会事件能否引发舆论热潮的关键往往不完全在于新闻事实与个体认知

的契合程度,而在于基于新闻事件的叙事话语能否联结起网络社群对于“威胁”的即时集体感知。 一

旦新媒体事件的情感叙事契合或趋近于社会成员心中对于“不安”潜在的情感共识,带有冲动和本能

反应的社会情绪就会被唤醒和释放,继而主导新闻舆论的表达和走向。
本研究另一重贡献在于突破了既往实验法里小样本的研究传统,尝试在大规模样本(样本量超

过了 1000)里引入随机分组手段,测量并比较不同刺激文本对实验对象的影响。 本研究之所以能实

现大样本测量,重要原因在于研究对象都是住校的中学生,在周内时段,校方严格限制他们手机等电

子产品的使用时长。 住校造就的封闭信息环境,再加之实验过程中对实验对象之间人际交流的限

制,使得本实验中的信息传播过程仅有一种单向的形式,即刺激文本对“受控制”的实验对象的影响。
也就是说,带有特定框架的新闻文本,作为影响受众反应的自变量,可以通过实验控制被清晰地分离

出来。 在这种控制实验的条件下,研究者能够更轻易地实现对大样本人群的分组实验,并明确变量

间的因果关系。
本研究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本研究只遵循了情绪影响责任归因这一解释路径,对认知影响情

绪相关理论的探讨有所不足。 Weiner 的归因动机理论指出,归因与不同情绪之间相互交织,相系于

一种更为基本的过程[18] 。 譬如,本研究中框架效应激发的恐惧情绪,并非单纯的身体体验,而是与

对威胁对象的感知相交融的。 进一步研究可以测量恐惧情绪中的威胁感知,细化认知与情绪在个体

心理信息加工层面的理论建构。
其次,本文主要设计了“高责任框架”和“中立框架”两组刺激材料。 不过,情绪唤起与责任归因

之间可能并不限于线性关系。 霍夫兰的说服研究就发现,劝服效果与受众的情绪紧张程度可能呈现

倒 U 型曲线关系,即情绪紧张从 0 度增加到中度,信息接受程度也随之增加;但是情绪紧张程度增加

到一定高度时,信息接受程度反而下降[29] 。 进一步研究可以设计多组刺激材料,以验证恐惧情绪与

责任归因之间的曲线相关关系。
再次,本研究测量的是框架效应产生的即时情绪,属于短时的感知和体验。 从社会心理学中动

机论的假设出发,驱动讨论等行为的并不限于框架产生的恐惧情绪,还包括为消除恐惧情绪所产生

的情绪诉求。 这种情绪诉求不只局限于短时不良感受的解除,而是会与个人记忆中的认知基模相互

作用,沉淀出带有社会和文化属性的深层情感预期,并在人的社会参与行为中发挥更为显性的作用。
情绪诉求具有主观性,单一的实验法很难完整评估这一影响链路,因此,进一步研究可以采用访谈等

质化研究方法,考察消除恐惧的情绪诉求与参与者评论内容生成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丰富我们对

恐惧情绪作用于互联网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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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Frame
 

and
 

Its
 

Effect
 

on
 

Online
 

News
 

Engagement:
The

 

Chain
 

Mediator
 

of
 

Fearing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Chen
 

Yang,Zhao
 

Jiaq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The
 

news
 

engagement
 

behaviors
 

of
 

internet
 

users,including
 

liking,sharing
 

and
 

commenting,
are

 

significant
 

contributors
 

to
 

the
 

formation
 

of
 

public
 

opinion
 

online. In
 

the
 

communicative
 

environment
 

of
 

the
 

internet,the
 

connection
 

between
 

users􀆳
 

news
 

reading
 

and
 

news
 

engage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Different

 

news
 

frames
 

impact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guiding
 

their
 

emotional
 

responses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s
 

based
 

on
 

news
 

events,thereby
 

influencing
 

their
 

news
 

engagement
 

intentions
 

and
 

be-
havio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rural
 

boarding
 

school
 

adolescents,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news
 

frames
 

on
 

their
 

news
 

engagement
 

intentions
 

from
 

a
 

communication
 

psychology
 

perspective. Furthermore,it
 

in-
vestigate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fear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in
 

the
 

process
 

of
 

news
 

participation. A
 

large-scale
 

group
 

experiment
 

was
 

employed, with
 

all
 

participants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experimental
 

groups. Each
 

group
 

read
 

one
 

of
 

two
 

news
 

articles
 

on
 

school
 

bullying,crafted
 

by
 

researchers
 

using
 

either
 

a
 

high-responsibility
 

or
 

an
 

ambivalent
 

frame. Participants
 

then
 

quietly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in
 

cases
 

of
 

school
 

bullying,the
 

high-responsibility
 

frame,which
 

emphasizes
 

individual
 

responsi-
bility,and

 

the
 

ambivalent
 

frame,which
 

does
 

not
 

highlight
 

clear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adolescents􀆳
 

engagement
 

intentions. The
 

high-responsibility
 

frame
 

does
 

not
 

directly
 

predict
 

users􀆳
 

engage-
ment

 

intentions
 

but
 

influences
 

rural
 

adolescents􀆳
 

news
 

engagement
 

intentions
 

through
 

three
 

indirect
 

pathway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the
 

negative
 

mediating
 

role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and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involving
 

both
 

fear
 

and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the
 

news
 

frame􀆳s
 

ability
 

to
 

elicit
 

fear
 

can
 

result
 

in
 

a
 

“ strong
 

frame
 

effect. ”
 

The
 

high-responsibility
 

frame
 

emphasizes
 

the
 

individual
 

responsi-
bility

 

and
 

negative
 

intentions
 

of
 

the
 

perpetrator
 

in
 

bullying
 

incidents,amplifies
 

the
 

perceived
 

threat
 

and
 

fear
 

among
 

rural
 

adolescents
 

by
 

reinforcing
 

one-sided
 

attributes. The
 

elicitation
 

of
 

fear
 

leads
 

to
 

a
 

catastrophic
 

cog-
nitive

 

bias,triggering
 

motivations
 

for
 

self-protection
 

and
 

problem-solving,thus
 

enhancing
 

users􀆳
 

news
 

engage-
ment

 

intentions
 

(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 This
 

research
 

further
 

reveals
 

the
 

crucial
 

role
 

of
 

fear
 

in
 

the
 

genera-
tion

 

and
 

evolution
 

of
 

specific
 

social
 

opinions.
Key

 

words:news
 

frame;fear;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news
 

sharing;chain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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